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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文化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信仰和儒家

文化等“大传统”的作用．本研究则围绕文化“小传统”中的“本命年”信仰，构建了一个心理安
全动机驱动下的企业家慈善捐赠行为模型．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
“本命年”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该结果经安慰剂和 PSM 等系列检验后依然成立，
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行为深受文化“小传统”的约束;儒家思想和本土宗教与“本
命年”信仰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协同性，即双方为互补关系;在“本命年”期间，民营企
业家不仅会“宽以待人”还会“严于律己”． 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小传统”中蕴含的
“正能量”，对于理解中国企业慈善捐赠波动性与非系统性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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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企业慈善捐赠是中国社会捐赠的最主要来

源．作为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这种捐赠
对于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慈善捐赠表现出来的理

性与计划性相比［1，2］，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波动

性较大［3］，非系统性和非自主性特征突出［4］． 现
有研究认为，其成因主要与企业战略动机［5］、管
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的影响有关［4，6］，上述

观点虽然富有启发，但多未能结合中国情景深入

反映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特征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情景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以

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前者强调规制力

量的作用，后者以儒释道类“大传统”和民间信仰
类“小传统”为基础［7，8］．当前，制度环境和产权等
正式制度视域下的企业慈善捐赠研究较多［9 － 13］，

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等“大传统”推动下的相关
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14 － 17］，但是从文化“小传
统”视角展开的分析几近于空白． 事实上，与“大
传统”相比，“小传统”在中国民众中的渗透性更
高、影响力更大; 并且，前者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16］，也更容易形成趋

同效应，而“小传统”个体性强、时间节律明显，相
关影响的非系统性突出，很可能是中国企业慈善

捐赠特征之谜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为此，本研究
拟围绕“小传统”展开探讨，并从中选择极具代表
性、至今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本命年”进行研究．
“本命”信仰的流行可溯及至西周时期［18］，

历经传承与演化，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已经融合进

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本质是在天人感应观念
下发展出来的一种“星命信仰”［18］，而“本命”即
命之根本是与出生时间对应的“本命”星辰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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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联系在一起的［19，20］． 这种联结意味着，“本命
年”是国人与生俱来、避无可避的一种先赋性文
化传统． 民间则普遍认为“本命年”是“坎儿年”
“凶年”，意思是“本命年”多厄运，度过“本命年”
如同迈过一道坎儿一样艰难，于是如何平安度过

“本命年”就成为了民众关心的重要事项．由此也
引发了系列社会经济后果，如在“本命年”时民众
会购买更多的保险［21］，民营企业家则更加保守，

不愿意开展研发等高风险活动［21，22］．
虽然“本命年”多厄运说并无科学依据，但是

在信众广泛并且华人企业家群体普遍认同超自然

信念的情况下［23］，“凶年”威慑力和民众普遍存
在的顺遂诉求在相当程度意味着，企业家很可能

会在心理安全动机和劝善倡导的推动下积极行

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
命年”信仰效应假说，即企业家会在“本命年”显
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使用民营上市公司
数据进行的检验证实了上述假说，说明文化“小
传统”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型塑作
用．研究还发现，在“本命年”期间民营企业家不
仅会“宽以待人”还会“严于律己”，表明“本命
年”信仰推动下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无私利
他的道德属性;在发挥慈善捐赠促进效应时，儒家

思想和本土宗教与“本命年”信仰为互补关系，则
进一步彰显了该文化“小传统”的社会价值．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 1 ) 现有传统文化领

域内的企业慈善捐赠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大传
统”范畴内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等后天自致性信
仰的作用［14 － 17］，本研究则围绕着企业家“本命
年”先赋信仰展开分析，从而扩展了中国传统文
化推动下的企业家亲社会行为研究，并解释了中

国企业慈善捐赠波动性和非系统性特征的形成之

谜; 2) 拓展了企业家信仰如何影响中国企业亲社
会行为的机制研究． 在“大传统”研究框架下，多
将推动企业家实施慈善捐赠的机制归结为教义感

召、来世福报和规范压力的作用［14，17］，也有学者
指出中国信教企业家进行捐赠的心理动因隐藏着

高管规避风险的“实质性意图”［15］． 在“本命年”
信仰研究框架下，本研究认为企业家慈善捐赠主

要源于心理安全动机，并证实了该动机有别于

“厌恶风险”、经济、管理者自利、政治和制度等
“实质性意图”，从而丰富了企业家信仰作用于中

国企业亲社会行为的机制; 3) 为企业慈善捐赠的
利他属性提供了一项新的量化证据． 受测量困难
等原因的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利他属性的证实历

来是个难题，本研究发现“本命年”慈善捐赠具有
为他利己( 以利他为目的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属性，从而在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等“大传
统”［15，16］、贫困经历“移情”［24］和红色文化熏
陶［25］之外拓展了企业慈善捐赠的价值正当性研

究; 4) 证实了儒家思想等文化“大传统”和“本命
年”文化“小传统”存在互补关系，该量化证据对
于深入认识“小传统”中蕴含的“正能量”也具有
重要启示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1． 1 传统文化与企业慈善捐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转型经济体，中国的

法律、法规、条例和规章等正式制度尚存在“缝
隙”．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以传统文化
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成为纾解中国种种社会和经

济问题的有效力量［26］．从文化和社会分层的角度
看，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大传统”和“小传统”两
类［8］．“大传统”的主体是官方文化和儒释道思
想，这类文化以士绅和政治精英阶层为发明人、有
系统性的文字记载、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与推
广［7］，并主要通过家国同构等礼制秩序与崇德向

善等伦理观念规范着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大传
统”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构建的思想源泉，
也是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形成的伦理土壤． 此种背
景下，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推动下的企业慈善捐

赠研究日渐增多［14 － 17］．
与“大传统”不同，“小传统”是在民众中自发

产生和传承的一套有关神灵崇拜、禁忌和仪式的
信仰习俗［27］．这种习俗建立在天、地、人、神互感
的精神信念基础之上，内容十分庞杂、存在状态较
为弥散，其信仰依据主要来自“超自然、超人间或
超现实的力量”［28］．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既满足了
信众趋福避祸诉求，并为其提供一种心理安全感

和方向感，也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在潜移默化中规

范和引导着民众行为，促进着慈善等社会良善风

俗的形成．弥散意味着“小传统”渗透于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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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其涉及领域之广，根植社会之深，是其他宗

教所无法比拟的［29］．但是，与“大传统”相比，“小
传统”的社会功能受学界关注的程度还较为有限，从
该视角展开的企业慈善捐赠研究几近于空白．
同时，“小传统”还具有明显的时间节律特

征，即岁时节日和人生礼仪等民俗活动按照时间

流转有序排列．这种节律性多源于星象、气象和物
候等自然时序的变化，但随着天人感应观念的发

展，神灵、祖先和运道等观念逐渐植入其中，岁时
节日等活动随之被神圣化，成为民众与神灵、祖先
等非共时存在相遇的超凡时段［30］．在超凡时间内
民众的神秘体验较为深刻，在其他时间相关体验

会弱化甚至会被忽略，所以“小传统”对民众的影
响力具有一定的时序波动性． 当这种波动通过人
事活动映射到社会中时，势必会引起社会经济活

动的波动，这就为本研究从“本命”信仰这一“小
传统”入手分析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特征的形成之
谜提供了可能．
1． 2 研究假说
1． 2． 1 “本命”信仰
“夫本命之词，统通年月日时者也． 生年名本
命年，……生月名本命月，……生日名本命日，
……生时名本命时”②． 可见，“本命”信仰是一个
由“本命年”“本命月”“本命日”和“本命时”构成
的民间信仰体系，其本质是在天人感应观念下发

展出来的一种“星命信仰”［18］． 该信仰认为，“本
命”即人的性命和命运的根本［19］，与出生时间对
应的“本命”星辰等天体联系在一起［20］，这种命
是“人力所不能及、人力所不可奈何的”［31］． 其渊
源在于，古人在岁月累积中发现自然时序的变化

由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决定，此种状态下人事

活动与自然时序的合拍就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头

等大事［32］．伴随着天人互感宇宙观的确立，日月星
辰等天体逐渐被神化为人类命运的主宰，并被赋予

吉凶福祸意义和指导民众活动的人事意义．“本命”
和日月星辰的联结，意味着由此衍生的文化信仰具

有先赋属性，是个体与生俱来不可剥离的文化特征．
在“本命”信仰体系中，“本命年”最为流行，

其算法主要是以十二年为一个循环的地支法．
“本命年”被视为是“坎儿年”“凶年”的思想渊源

在于该年是十二地支循环结束与开始的一年，这

一年类似于草木的生、长、熟、亡循环过程中亡与
生的过渡期，是人生中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关
头［33］．在民众的朴素认知中，“本命年”则主要与
太岁敬畏联结在一起，并普遍流传有“本命犯太
岁，太岁当头坐，非灾便是祸”之类的俗谚，意指
“本命年”多厄运、诸事不顺． 为破解“本命年”灾
厄，民间普遍存在穿红内衣裤、扎红腰带以及拜
“本命神”等风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德行
善、破财消灾等观念也较为流行．
1． 2． 2 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
毋庸讳言，在很多民众的心目中“本命年”已

经被神秘化为关乎人凶吉、祸福、贫富甚至性命的
非稳态时段． 在该时段内，面对“太岁”这一超现
实力量的强力威慑，企业家很可能会在心理安全

动机的驱动下，加大慈善捐赠力度以摆脱厄运感

这一心理困境．之所以将其提炼为心理安全动机，
原因在于: 1) 从逻辑起点角度看，“本命年”文化
给企业家带来的威慑主要来自心理认知，如吉凶

乃至生死感等; 2) 在“本命年”时，流行的扎红腰
带、穿红内衣裤、拜“本命神”等活动，目的是希望
籍此消解受众内心的厄运感、提升其心理安全感
和方向感; 3 ) 在“本命年”期间企业家采取乐善
好施类行为，其目的也主要是希望借此获得精神

安慰、走出心理困境，而不是为了解决企业在日常
运营中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故此认为，心理安全动
机即企业家在感受到生命和财产等有价值的东西

受到人力不可奈何因素的威胁时而产生的祈求平

安动机，可以较好反映“本命年”信仰下企业家慈
善捐赠行为的内驱力． 当然，在“本命年”信仰框
架下，如果企业家慈善捐赠行为的内驱力真的是

心理安全，那么其捐赠的目的就应该有别于规避

风险和增加经济收益等“实质性意图”． 同时，认
知失调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保持认知一致性的心理

取向，因为不一致会让人产生紧张、焦虑等负面情
绪［34］．这意味着企业家在通过慈善捐赠纾解“本
命年”心理困境的过程中，为避免认知失调理应
会“严于律己”．在实证部分将检验上述推论．
恐惧管理理论可以为心理安全驱动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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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慈善捐赠行为提供部分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
人类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死亡凸显会让人产生难

以抗拒的压力、焦虑或恐惧，但人并不会因此而惶
惶不可终日，原因是人创造出了自尊、文化世界观
和亲密关系等应对死亡凸显的心理防御机制［35］．
在早期时，恐惧管理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与死亡相

关的情绪耗竭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目前其

应用范畴已经扩展至慈善捐赠和企业社会责任等

亲社会行为领域［36 － 40］．研究显示，触发死亡意识、
让人产生心理耗竭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熟人去世、
回忆灾难事件［37］、途径殡仪馆［38］或者仅仅是阅
读了一些和死亡相关的文字材料等［39，40］． 由“本
命年”引发的厄运焦虑虽然不同于生命死亡焦
虑，但由于“本命”信仰下的命运是人力不能及
的，这种人力不能及的东西更有可能引发人内心

的不安，事实也表明由“本命年”引发的情绪多是
紧张、沮丧甚至也是恐惧的，所以有理由相信“本
命年”这一“凶年”同样会激发人的心理防御
机制．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中死亡等焦虑与恐惧意识

被激活会引发人的心理防御机制进而恐惧被控制

的分析逻辑，在“本命年”这一“凶年”威慑下，企
业家的自我保护本能被唤醒，自尊和文化世界观

等心理防御机制被激活，但这些防御机制提供的

保护更多是象征性的［41］，为加强心理防御力，企

业家采取行动实现心理安全的动机会随之加强．
加强的安全动机会引导其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赠等

亲社会行为，因为该类行为有助于修复和弥补自

尊、维护文化价值观［38］．并且先验研究已经证实，
在死亡凸显状态下人们对社会的态度会更友善、
会更愿意帮助他人．如 Lee 和 Kim［37］、Dong 等［40］

发现死亡焦虑会降低被试对金钱的喜爱度、增加
亲社会支出意愿． Zaleskiewicz 等［39］发现当死亡
意识被激活后，民众不仅更加慷慨而且捐的钱越

多越觉得满足．
除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外，“本命”信仰体系

也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套更为直白的焦虑和恐惧破

解之道，即通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求得“本命
神”的庇护．在积德行善这种劝善倡导中，善行被
视为是“一种上合天道、下契人伦的事情”［42］，该
观念虽然传统但却针对性回应了“命”的“人力所
不能及”［31］，并且科学实验也表明利他行为有助

于助人者从不愉快的情境中解脱出来［43］． 同时，
嵌入在家文化关系网络中的华人企业家，在小时

候都会受到“本命年”教义的熏陶，在成年后倾向
遵守“本命年”规则，加之中国人重视人伦、看重
感情，企业家则会秉承义务或半义务信念自觉参

与家族和家乡的慈善事业［44］，故此当“坎儿年”
来临时，熟识“差序慈善”的中国企业家在积德行
善、对抗“本命”厄运时会更倚重慈善捐赠．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宣扬性善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强调崇德向善观念的“大传统”和
以平安幸福为理想、劝人为善的“小传统”相互渗
透、交织互补．一方面，“大传统”往往源于或提炼
自“小传统”，如儒家思想倡导的“敬天法祖”观念
就脱胎于祖先崇拜这种古老的精神依赖． 另一方
面，为了提高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在合缘共振中

“小传统”也会世俗化吸收“大传统”中的诸多信
念，使得“小传统”蕴含的“真精神和正能量”变得
更加厚重［28］． 上述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大传统”
和“本命年”信仰“小传统”具有协同性，两者共存
会进一步提升其慈善捐赠水平．
此外，作为企业家个体特征的“本命年”信仰

之所以会引致企业慈善捐赠，机制在于: 1 ) 企业
慈善捐赠决策往往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高管决

策则是一个以个人价值观和经验为基础，选择性

认知和解释所处情境并做出战略选择的过程［46］．
承前文所述，华人企业家深受“本命年”教义的影
响，熟识劝善倡导和偏好“差序慈善”，在“本命
年”厄运疏解压力下，上述价值观和经验无疑会
增强企业家的施善信念，并引导其做出更有力度

的企业慈善捐赠决策; 2 ) 与国有企业相比，来自
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往往具有自主且至高无上的资

本所有权和经营支配权［47］．无可替代的所有权和
经营权，意味着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的企业家，其

“本命年”厄运的破解不仅事关个人也事关企业
发展，意味着企业家基于个人信仰做出增加企业

慈善捐赠的决策具有情理和事实上的双重“合
法性”．
综上，提出以下理论框架( 见图 1) :在超自然

信念的作用下，“小传统”中的“本命年”厄运威慑
会激发企业家的心理安全动机，受此推动企业家

有通过企业慈善捐赠破解厄运的行为倾向，相关

机制主要包括恐惧管理下的心理防御力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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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朴素的众善奉行机制．与“小传统”具有互补关
系的“大传统”，则会为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行为提
供伦理支持．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
命年”信仰效应假说，即在企业家“本命年”企业
的慈善捐赠水平会显著提高．

图 1 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初选样本为 2006 年—2016 年沪深 A 股全部

民营上市公司． 将样本限定为民营企业是因为:
1) 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
较弱，企业行为往往是“老板意志”的集中体
现［15］，选择此类样本进行实证与本研究的主题更

加匹配; 2) 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最大
贡献者．以 2006 年作为研究时段的起点是因为上
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数据于该年开始规范性披

露［24］，将 2016 年设定为截止期的原因，一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实施，
二是在 2016 年以后“脱贫攻坚”战进入白热化阶
段，考虑到法案调整和政策冲击双重作用的叠加，

很可能会引发部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逻辑的调适

进而遮蔽“老板意志”的影响效应，加之后文使用
的政治关联这一核心变量在随后年份停止发布，

为避免上述噪音或缺失变量的干扰，故此将截止

期设定为 2016 年．对初始样本筛选如下: 1 ) 剔除
金融类样本; 2) 剔除 ST 类样本; 3 ) 剔除企业家
出生年份难以确定的样本; 4) 剔除当年上市的样
本; 5) 剔除控制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8 726个民营企业－年度数据．
使用的数据来源为: 1) 判断初始样本是否属

于民营企业的依据是实际控制人类型，数据来自

CCEＲ数据库; 2) 用于确定民营企业家“本命年”
的出生年份数据来自 CNＲDS 数据库; 3 ) 慈善捐

赠数据来自 CSMAＲ数据库; 4 ) 其他财务数据来
自 CSMAＲ或 Wind 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
文献使用的慈善捐赠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

CSMAＲ内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营业外支出”
部分，二是 CSMAＲ 内“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中
的“社会捐赠额”项目．前者的披露“随意性强、约
束力差”致使难以干净地从中提取出所需信
息［3，48］，与之相比，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数据

可追溯性较强、可信度更高，故此本研究参照顾雷
雷和欧阳文静［48］、潘越等［49］的做法采用该来源．
2． 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 ( Donation) ． 参照许年行和李

哲［24］、潘越等［49］从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两个层
面进行测度．前者的算法一为捐赠金额与企业当
期营业收入之比 ( Dona_rev) ，算法二为捐赠金额
与企业当期总资产之比 ( Dona_ta) ; 后者的算法
为捐赠金额加 1后的自然对数( Dona) ． 为弱化数
级差，对 Dona_rev和 Dona_ta进行百分化处理．
解释变量 ( BMN) ． 考虑到董事长和 CEO 均

是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活动的主要决策者，所以将

董事长和 CEO均视为企业家．当企业家发生变更
时，确定研究对象的标准是变更当年在位时间最

长的企业家．在民众生活中，主要使用十二年一循
环的地支法确认“本命年”，与此相对应解释变量
BMN的算法为，当样本所处年份与董事长或 CEO
出生年份的差值除以 12 为整数时将 BMN赋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 Control) ．参照相关研究确定控制

变量，包括: 公司规模( Size) ，为总资产的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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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资产负债率 ( Lev) ，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
值;总资产收益率 ( Ｒoa) ，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
值;现金比率( Cash) ，为期末现金持有量与总资
产的比值; 成长能力 ( Growth) ，为当期与上期营
业收入的差值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值; 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 Share) ，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总股
数之比; 两职合一情况 ( Dual) ，当董事长兼任
CEO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政治关联 ( Polico) ，
当董事长或 CEO有政治关联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董事会规模 ( Board) ，为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
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为企业注册地所
在省份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此外，还通过设置
行业 ( Indu) 和年份( Year ) 虚拟变量控制了行业
差异和年份变化．
为检验假说，参照 Chen 等［10］、许年行和李

哲［24］的研究将回归模型构建为

Donationi，t = β1 +β2 BMNi，t +βiControli，t－1 +
Indu + Year + εi，t ( 1)

式中由于被解释变量 Donation 为左端归并分布
的“归并数据”，所以在计量时使用 Tobit 方法进
行估计［12，49］，并将标准误聚类到公司层面以控制

样本之间的年度相关性．
2． 3 数据处理
在检验假设前对数据处理如下: 1 ) 为提高核

心解释变量 BMN测度的准确性，使用Wind“深度
资料”中“董事会和高管”数据对 CNＲDS 中民营

企业家出生年份数据进行校正，当两者不一致时

使用百度检索进行核实; 2) 为消除离群值对回归
结果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上下 1%水平
上进行缩尾处理; 3) 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
影响，在生成交互项前对连续变量进行去中心化

处理; 4) 为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参照企业行
为理论相关文献中多数学者的做法，对控制变量

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

应［50］． 此外，还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PSM
估计以及安慰剂检验降低潜在的回归偏误．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 1． 结果显示，BMN 的

均值为 0． 154，说明平均有 15． 4%的样本企业曾
被处于“本命年”期间的民营企业家经营管理过;
其余变量的分布特征与既有文献具有一致性，说

明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偏差不明显． 绘制出“本命
年”及其临近年份企业慈善捐赠均值的分布图，
图 2 显示在 95%置信区间内，当企业家处于“本
命年”时民营企业的捐赠水平上升趋势明显，说
明前述假说具有合理性;在“本命年”前后一年其
捐赠水平出现一定下降，这种波动进一步说明本

研究从“本命年”信仰角度解析中国企业慈善捐
赠的非系统性特征具有恰适性．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ona_rev 8 726 0． 005 0． 025 0． 000 0． 202

Dona_ta 8 726 0． 003 0． 014 0． 000 0． 106

Dona 8 726 0． 906 3． 457 0． 000 15． 761

BMN 8 726 0． 154 0． 361 0． 000 1． 000

Size 8 726 21． 352 0． 998 19． 035 24． 326

Lev 8 726 0． 388 0． 231 0． 033 1． 298

Ｒoa 8 726 0． 074 0． 065 － 0． 142 0． 292

Cash 8 726 0． 212 0． 173 0． 006 0． 771

Growth 8 726 0． 236 0． 598 － 0． 637 4． 592

Share 8 726 0． 339 0． 141 0． 089 0． 716

Dual 8 726 0． 325 0． 469 0． 000 1． 000

Polico 8 726 0． 411 0． 492 0． 000 1． 000

Board 8 726 2． 124 0． 184 1． 609 2． 565

Pgdp 8 726 10． 779 0． 494 9． 311 11． 571

—69—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25 年 10 月



注: 横轴“0”值处为企业家“本命年”所处年份．

图 2 “本命年”临近年份企业慈善捐赠均值的 95%置信区间分布图
Fig． 2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mean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round“zodiac year”

3． 2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2．结果显示，无论是

用相对捐赠水平 ( Dona_rev、Dona_ta ) 还是用绝
对捐赠水平 ( Dona) 衡量被解释变量，BMN 的系
数均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 测算表明列 ( 1 ) 至
列( 3) 中 BMN的边际系数值依次为 0． 001、0． 001
和 0． 177，意味着相对于非“本命年”，“本命年”
导致民营企业相对捐赠水平提高了 0． 1%、绝对

捐赠水平增加了 17． 7% ． 上述结果不仅支持企
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假说，也说
明企业家“本命年”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
经济显著性． 该假说的证实为中国企业慈善捐
赠的波动性和非系统性提供了一种解释，并佐

证了“本命年”这种古老的隐性价值观念在当代
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和影

响力．
表 2 企业家“本命年”信仰效应假说检验结果

Table 2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zodiac year”belief effect hypothesis among entrepreneurs

变量
( 1) ( 2) ( 3)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16＊＊ ( 0． 008) 0． 009＊＊ ( 0． 004) 2． 636＊＊ ( 1． 227)

Size 0． 071＊＊＊ ( 0． 006) 0． 038＊＊＊ ( 0． 003) 12． 077＊＊＊ ( 0． 814)

Lev － 0． 076＊＊ ( 0． 033) － 0． 034* ( 0． 018) － 8． 999* ( 5． 068)

Ｒoa 0． 466＊＊＊ ( 0． 085) 0． 263＊＊＊ ( 0． 047) 68． 424＊＊＊ ( 12． 217)

Cash － 0． 008( 0． 034) － 0． 002( 0． 018) － 0． 473( 5． 452)

Growth － 0． 028＊＊＊ ( 0． 007) － 0． 015＊＊＊ ( 0． 004) － 4． 398＊＊＊ ( 1． 120)

Share － 0． 144＊＊＊ ( 0． 044) － 0． 077＊＊＊ ( 0． 024) － 24． 339＊＊＊ ( 6． 688)

Dual － 0． 005( 0． 012) － 0． 004( 0． 006) － 1． 215( 1． 738)

Polico 0． 037＊＊＊ ( 0． 011) 0． 021＊＊＊ ( 0． 006) 4． 958＊＊＊ ( 1． 750)

Board 0． 003( 0． 031) 0． 003( 0． 017) 0． 795( 4． 581)

PGDP － 0． 000( 0． 018) 0． 001( 0． 010) 0． 857( 2． 656)

Constant － 1． 823＊＊＊ ( 0． 190) － 1． 012＊＊＊ ( 0． 105) － 318． 849＊＊＊ ( 30． 690)

Year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N 8 726 8 726 8 726

Pseudo Ｒ2 0． 327 0． 461 0． 103

注: ＊＊＊、＊＊、* 依次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3． 3 样本选择偏误检验
来自社会责任报告的慈善捐赠数据可能存在

样本选择偏误，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处理该
问题．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将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捐

—79—第 10 期 刘春济等: 文化“小传统”与乐善好施: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捐赠行为



赠的虚拟变量 ( Numdona) 设置为被解释变量，
借鉴制度等值体思想［51］将同城市同行业同年份

中其他民营企业是否开展捐赠的虚拟变量均值

( Othernum) 作为外生变量，再加入式( 1) 中的全
部控制变量以后进行回归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

( IMＲ) ，然后将 IMＲ 加入第二阶段模型进行拟合．
表 3列( 1)显示 Othernum和 Numdona在 5%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表 3列( 2)至表 3列( 4) 显示经过样本
选择偏误校正后，BMN的系数依然显著即企业家
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假说获得支持．

表 3 样本选择偏误检验结果
Table 3 Empirical results of sample selection bias test

变量
( 1) ( 2) ( 3) ( 4)

Num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19＊＊＊ ( 0． 004) 0． 011＊＊＊ ( 0． 002) 3． 119＊＊＊ ( 0． 577)

IMＲ － 0． 136＊＊＊ ( 0． 003) － 0． 075＊＊＊ ( 0． 002) － 22． 411＊＊＊ ( 0． 470)

Othernum 0． 489＊＊ ( 0． 19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6． 832＊＊＊ ( 2． 168) － 0． 570＊＊＊ ( 0． 006) － 0． 323＊＊＊ ( 0． 003) － 131． 840＊＊＊ ( 0． 958)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N ② 4 641 4 701 4 701 4 701

Pseudo Ｒ2 0． 230 0． 393 0． 582 0． 120

3． 4 PSM检验
考虑到部分企业可能会偏好聘任近期已经历

过“本命年”的企业家，这将导致一定的自选择偏
误，参照于李胜等［52］使用 PSM 估计缓解该问题．
具体为:根据 BMN将样本分为两组，然后对两组
样本进行 1∶1 有回放的近邻匹配，匹配变量包括
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现金比率、

成长能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情况、
政治关联、董事会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行
业．平衡性检验显示匹配后的样本不存在系统差
异．表 4 列( 1) 至表 4 列( 3) 中变量 BMN 的系数
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自选择问
题之后，处于企业家“本命年”的民营企业确实要
比处于非“本命年”的民营企业捐赠更多．

表 4 PSM检验结果
Table 4 Empirical results of PSM test

变量
( 1) ( 2) ( 3)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26＊＊＊ ( 0． 004) 0． 016＊＊＊ ( 0． 002) 3． 964＊＊＊ ( 0． 668)

Control Yes Yes Yes

Constant － 2． 361＊＊＊ ( 0． 006) － 1． 332＊＊＊ ( 0． 003) － 403． 109＊＊＊ ( 0． 893)

Year / Indu Yes Yes Yes

N 2 423 2 423 2 423

Pseudo Ｒ2 0． 359 0． 518 0． 109

3． 5 安慰剂检验
前文使用十二年一循环的地支法确定“本命

年”，如果人为改变算法但假说依然成立，就意味
着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很可能
是由其他因素引致的．为排除这种可能，将算法从
十二年循环法调整为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和十四年
循环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对应的“本命年”变量依

次记为 BMN10、BMN11、BMN13 和 BMN14 ． 表 5
栏目 A列( 1) 至栏目 A列( 3) 、栏目 B列( 4) 至栏
目 B列( 6) 中 BMN10和 BMN14 的系数均不显著，
栏目 A 列( 4) 至列 ( 6)、栏目 B 列 ( 1 ) 至栏目 B
列( 3) 中 BMN11 和 BMN13的系数均在 10%及其
边缘水平上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说明当人为改变
算法时“本命年”信仰效应不再成立，即安慰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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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支持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假说，也
佐证了只有在人与“本命神”相遇的超凡时段，这
一文化才会显著增进民营企业的捐赠．
在企业家“本命年”时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

平显著提升，在前后一年其捐赠水平却发生一定

下降，该结果与图 2 反映的趋势具有一致性． 但
Fisman等［22］在检验“本命年”引致的企业研发等
风险承担行为时，并没有发现类似现象．成因可能
在于，研发类风险承担行为是企业实现价值增值、
确保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需要保持其投入的稳定性;与之相比，企业慈善捐

赠的工具特征明显，其流向和流量深受管理者效

用动机的影响［53］．面对“太岁”这种岁时性厄运，
在超凡时段来临之前或离去之后仍维持较高的捐

赠水平并不能给企业家带来最佳效用，相反，在前

一年适度削减捐赠可以更好地满足“本命年”时
对资金的需求，在心理困境消解之后，继续维持高

水平捐赠也没有必要．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类似以
“临时抱佛脚”方式应对超凡时刻的习俗屡见不
鲜，如民众在腊月二十三祭“灶神”时才会特意选
取又甜又黏的食物，以便对方能“上天言好事”．
张光曦［3］也曾发现企业家当年捐赠的增加会导

致次年捐赠的减少，可见企业慈善捐赠在前后年

份之间的波动并不是孤例．

表 5 安慰剂检验结果
Table 5 Empirical results of placebo test

栏目 A: 十年、十一年循环法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10
0． 000 － 0． 000 0． 027

( 0． 008) ( 0． 004) ( 1． 218)

BMN11
－ 0． 018* － 0． 010* － 2． 585*

( 0． 010) ( 0． 005) ( 1． 50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14＊＊＊ － 0． 995＊＊＊ － 314． 403＊＊＊ － 1． 825＊＊＊ － 1． 013＊＊＊ － 319． 090＊＊＊

( 0． 195) ( 0． 106) ( 31． 230) ( 0． 192) ( 0． 106) ( 30． 914)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369 8 369 8 369 8 639 8 639 8 639

Pseudo Ｒ2 0． 317 0． 444 0． 101 0． 327 0． 460 0． 103

栏目 B: 十三年、十四年循环法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13
－ 0． 017* － 0． 010* － 2． 393#

( 0． 009) ( 0． 005) ( 1． 478)

BMN14
－ 0． 002 － 0． 001 － 0． 025

( 0． 010) ( 0． 006) ( 1． 60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31＊＊＊ － 1． 017＊＊＊ － 319． 934＊＊＊ － 1． 817＊＊＊ － 1． 008＊＊＊ － 317． 475＊＊＊

( 0． 192) ( 0． 106) ( 30． 876) ( 0． 190) ( 0． 105) ( 30． 668)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643 8 643 8 643 8 677 8 677 8 677

Pseudo Ｒ2 0． 328 0． 462 0． 103 0． 327 0． 460 0． 102

注: #处 p值为 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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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其他稳健性检验
包括: 1) 排除企业家变更的影响，企业家变

更会影响 BMN赋值的准确性，故此删除了此类样
本; 2) 2007 年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为排除该
影响删除了 2006 年数据; 3 ) 考虑重大自然灾害
的影响，方法为根据样本是否属于大地震期间

生成虚拟变量 Dis，然后将 Dis、BMN及其交互项
纳入式( 1 ) 进行估计; 4 ) 增加企业家个体层面
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变量
赋值方法同曾建光等［15］; 5 ) 调整估计方法，本

研究的数据集适宜使用 Tobit 估计，在固定效应
Tobit回归难以获得一致估计的情况下，使用可
以排除截面相关、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的
Driscoll-Kraay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补充检
验; 6 ) 改变被解释变量的算法，即参照潘越
等［49］使用企业当期捐赠额与前三年营业收入均

值的比值 ( Dona_3rev) 进行测度，同时根据 Wu
等［54］使用当期超额捐赠水平 ( DonaEx) 进行测
度．表 6 显示上述调整均未在本质上改变基准
回归中的结论．

表 6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总
Table 6 Summary of other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考虑企业家变更 考虑新会计准则 考虑重大自然灾害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14#1 0． 009* 2． 163* 0． 016＊＊ 0． 010＊＊ 2． 668＊＊ 0． 016† 0． 009† 2． 963†

( 0． 009) ( 0． 005) ( 1． 294) ( 0． 008) ( 0． 004) ( 1． 228) ( 0． 018) ( 0． 010) ( 2． 761)

变量

增加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调整回归方法 更换被解释变量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3rev DonaEx

BMN
0． 016#2 0． 010* 2． 572* 0． 000 0． 001#3 0． 083＊＊ 0． 022＊＊ 0． 185*

( 0． 010) ( 0． 005) ( 1． 471) ( 0． 000) ( 0． 000) ( 0． 027) ( 0． 011) ( 0． 096)

注: #1处 p值为 0． 110，#2处 p值为 0． 103，#3处 p值为 0． 122，†处为交互项系数．

4 “实质性意图”排除检验和“本命
年”期间企业家的律己行为检验

在理论推演部分，认为在“本命年”期间推动
企业家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驱力，是心理安全而不

是“实质性意图”，并且企业家会严格约束自身行
为以便避免认知失调、避免心理平安诉求受到威
胁．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检验．
4． 1 “实质性意图”排除检验
曾建光等［15］的研究表明，中国信教企业家进

行捐赠的心理动因主要是“厌恶风险”而不一定
是对宗教价值理念的完全认同，该发现与本研究

的情境最为接近，需要重点检验．除此之外，现有
文献显示企业慈善捐赠常见的“实质性意图”主
要包括经济动机、管理者自利动机、政治与制度动
机［2，9，55］，也需要一一进行排除．

根据曾建光等［15］使用上期资产负债率

( Lev) 衡量企业风险，并基于其中位数将样本划

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进行回归; 同时使用

能综合反映企业破产可能性的 Z 指数衡量企业

风险［56］，并将样本划分为破产风险组和风险状

况良好组进行回归． 如果 BMN 的系数仅在高风

险组 /破产风险组中显著为正，就说明企业家
“本命年”慈善捐赠效应是由“厌恶风险”动机驱

动的，否则就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表 7 栏目 A 显

示，使用 Lev衡量风险时高、低风险组中 BMN 的

系数均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费舍尔组

合检验表明其组间系数在 10%水平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栏目 B 显示，使用 Z 指数衡量风险时，

破产风险组中 BMN 的系数多数显著，风险状况

良好组中 BMN 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费

舍尔组合检验显示其组间系数在 10%水平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说明“厌恶风险”动机

并不能解释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

效应．

—001—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25 年 10 月



表 7 “厌恶风险”动机排除检验结果

Table 7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exclusion of“risk aversion”motivation

栏目 A: 基于 Lev的分组

变量

高风险组 低风险组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08＊＊＊ 0． 005＊＊＊ 1． 211＊＊ 0． 028* 0． 016* 4． 051＊＊

( 0． 003) ( 0． 002) ( 0． 501) ( 0． 015) ( 0． 008) ( 2． 01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2． 166＊＊＊ － 1． 250＊＊＊ － 453． 426＊＊＊ － 1． 640＊＊＊ － 0． 877＊＊＊ － 222． 796＊＊＊

( 0． 004) ( 0． 002) ( 0． 819) ( 0． 360) ( 0． 190) ( 46． 221)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 304 4 304 4 304 4 422 4 422 4 422

Pseudo Ｒ2 0． 500 0． 756 0． 130 0． 257 0． 343 0． 090

栏目 B: 基于 Z指数的分组

变量

破产风险组 风险状况良好组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0． 009* 0． 004＊＊ 1． 271 0． 013＊＊＊ 0． 008＊＊＊ 1． 873＊＊＊

( 0． 005) ( 0． 002) ( 0． 900) ( 0． 004) ( 0． 002) ( 0． 50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2． 086＊＊＊ － 0． 977＊＊＊ － 451． 034＊＊＊ － 2． 647＊＊＊ － 1． 497＊＊＊ － 416． 409＊＊＊

( 0． 008) ( 0． 004) ( 1． 450) ( 0． 006) ( 0． 003) ( 0． 837)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065 1 065 1 065 6 740 6 740 6 740

Pseudo Ｒ2 0． 820 1． 744 0． 120 0． 281 0． 387 0． 093

考虑到营销是企业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本

质之一［2］，故使用上期广告宣传费占营业收入

的比值 Ad与 BMN的交互项捕捉其经济动机．根

据“自由现金流假说”，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

企业其代理问题往往比较严重，故使用上期自

由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 Fcff 与 BMN 的交互

项捕捉其管理者自利动机． 考虑到政治关联是

沟通政企关系的重要手段，所以使用上期政治

关联 Polico 与 BMN 的交互项捕捉其政治动

机［55］．使用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反映制度环境压

力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9］，并使用上期市场化指

数Mar与 BMN的交互项捕捉其制度动机．在回归时

如果上述交互项的系数不是显著正向的，就可以排

除上述动机．表8栏目A列( 1)至表 8 栏目 A列( 3)

中 BMN × Ad的系数多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在企业家“本命年”强调营销的民营企业其

捐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显著降低． 栏目 A 列( 4 )

至栏目 A列( 6) 中 BMN × Fccf 的系数均为负但

不显著，说明在企业家“本命年”自由现金流较多

的民营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捐赠． 栏目
B列( 1) 至栏目 B列( 3) 中 BMN × Polico 的系数

均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企业家“本命年”有政治

关联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承担更多的捐赠任务． 栏

目 B列( 4) 至栏目 B列( 6) 中 BMN × Mar的系数

均不显著，说明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优劣没

有对企业家“本命年”引发的慈善捐赠效应造成

显著影响．上述结果与既有理论预期不符，说明企

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并不是由经

济动机、企业家自利动机、政治与制度动机等“实

质性意图”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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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其他竞争性动机排除检验结果

Table 8 Empirical results of competing motivations exclusion

栏目 A: 经济和管理者自利动机

变量

经济动机 管理者自利动机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 Ad

－ 0． 659* － 0． 342* － 64． 297

( 0． 355) ( 0． 195) ( 57． 158)

BMN

× Fcff

－ 0． 066 － 0． 041 － 7． 053

( 0． 078) ( 0． 042) ( 11． 97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22＊＊＊ － 1． 012＊＊＊ － 318． 820＊＊＊ － 1． 822＊＊＊ － 1． 010＊＊＊ － 318． 808＊＊＊

( 0． 190) ( 0． 105) ( 30． 597) ( 0． 191) ( 0． 105) ( 30． 703)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Pseudo Ｒ2 0． 328 0． 462 0． 103 0． 328 0． 461 0． 103

栏目 B: 政治和制度动机

变量

政治动机 制度动机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 Polico

0． 001 0． 002 1． 602

( 0． 017) ( 0． 009) ( 2． 576)

BMN

× Mar

0． 006 0． 004 － 0． 401

( 0． 016) ( 0． 009) ( 2． 51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23＊＊＊ － 1． 012＊＊＊ － 318． 849＊＊＊ － 1． 822＊＊＊ － 1． 018＊＊＊ － 318． 993＊＊＊

( 0． 190) ( 0． 105) ( 30． 692) ( 0． 223) ( 0． 125) ( 34． 677)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Pseudo Ｒ2 0． 327 0． 461 0． 103 0． 327 0． 461 0． 103

注: 在回归时控制了 BMN、Ad、Fcff、Polico和 Mar ．

4． 2 “本命年”期间企业家的律己行为检验
从高管在职消费、企业避税程度和应计盈余管

理三个方面检验企业家的律己行为．其中，在职消
费反映的是高管对个人私欲的满足，避税程度反映

的是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的情况，应计盈余管理反映

的是企业对真实经济活动的掩饰．参照 Zuo 等［57］

使用业务招待费等六项消费之和衡量高管在职消

费，并分别使用当期营业收入和上期总资产对该变

量进行平减( 依次记为 BE_rev、BE_ta) ． 参照邹
萍［58］使用实际税率 ( Etr) 和总税负的实际税率
( Tetr) 衡量避税程度．对于应计盈余管理，使用分
年度和分行业修正的 Jones模型估算的操控性应计
利润 ( DA) 进行衡量．表 9 列( 1) 和表 9 列( 2) 中

BMN的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企
业家“本命年”民营企业高管更加节俭、自我约束
性更强．表 9列( 3) 和表 9 列( 4) 中 BMN的系数均
不显著，这与既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捐赠越多其避

税程度越高［59］，产生了鲜明对比，反衬出当企业家

处于“本命年”时民营企业有较强的税收遵从意识．
表9列( 5)中BM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
明在企业家“本命年”民营企业操纵会计记录、构造
交易的行为受到抑制．表 9列( 6)和表 9列( 7)中“本
命年”既显著抑制掩盖不良业绩以规避监管的正向
盈余管理，也在边缘水平上显著抑制人为下调利润

以平滑收益的负向盈余管理．上述结果说明，民营企
业家“本命年”引发的慈善捐赠效应具有“表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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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也侧面说明促成企业家慈善捐赠“本命年” 信仰效应的心理机制大概率是成立的．
表 9 律己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le 9 Examining results of the self-discipline effect

变量

在职消费水平 避税程度 应计盈余管理

( 1) ( 2) ( 3) ( 4) ( 5) ( 6) ( 7)

BE_rev BE_ta Etr Tetr DA DA≥ 0 DA ＜ 0

BMN
－ 0． 000* － 0． 000* － 0． 002 0． 000 － 0． 011＊＊＊ － 0． 007＊＊ － 0． 005#

( 0． 000) ( 0． 000) ( 0． 003) ( 0． 001) ( 0． 003) ( 0． 004) ( 0． 003)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43 0． 034＊＊ 0． 088 0． 260* － 0． 121 0． 586＊＊ － 0． 203

( 0． 032) ( 0． 013) ( 0． 316) ( 0． 151) ( 0． 266) ( 0． 285) ( 0． 217)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726 8 726 8 726 8 726 8 482 4 350 4 132

Within_Ｒ2 0． 156 0． 247 0． 024 0． 048 0． 041 0． 064 0． 041

注: #处 p值为 0． 132．

5 进一步研究: 与“大传统”的互补
效应

前文认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为互补关系，
“大传统”与企业家“本命年”信仰共存会进一步
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本部分从儒家思想和
本土宗教两个方面检验上述推断．
5． 1 与儒家思想的互补效应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种思想之所以会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
常［60］，主要是因为其擅长兼容与扬弃式发展． 儒
家思想包含的慈善伦理主要表现为仁爱观、大同

思想和“义以为上”价值观［61］． 受此影响，儒家思
想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重

要动力［16］．当“本命年”来临时，面对心理防御力
提升诉求和积德行善倡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越

多的企业家越有可能提升其捐赠水平． 使用两种
方法测度儒家思想的影响，方法一为密度模

型［62］，算法为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孔庙遗存

数量加 1 后的自然对数 ( Conf) ，数据整理自《世
界孔子庙研究》［63］; 方法二为距离模型［64］，算法
为上市公司注册地 200公里范围内属于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儒家学校的数量 ( Conf 200) ．表 10中
MN × Conf和 BMN × Conf 200的系数至少在 10%
边缘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儒家思想与“本命年”信
仰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发挥有互补效应．

表 10 儒家思想促进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le 10 Examining results of Confucianism’s promoting effect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 Conf
0． 015#1 0． 008#2 2． 660#3

( 0． 010) ( 0． 006) ( 1． 634)

BMN × Conf 200
0． 004* 0． 002* 0． 589*

( 0． 002) ( 0． 001) ( 0． 33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924＊＊＊ － 1． 070＊＊＊ － 335． 073＊＊＊ － 1． 830＊＊＊ － 1． 016＊＊＊ － 320． 024＊＊＊

( 0． 192) ( 0． 106) ( 30． 653)( 0． 191) ( 0． 106) ( 30． 792)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645 8 645 8 645 8 726 8 726 8 726

Pseudo Ｒ2 0． 335 0． 473 0． 105 0． 330 0． 464 0． 103

注: 在回归时控制了 BMN、Conf和 Conf 200． #1、#2、#3 处 p值分别为 0． 134、0． 135、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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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与本土宗教的互补效应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柢，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大量传统文化思想和

习俗惯例．这种宗教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
和“本命”崇拜观念．如在慈善思想方面道教倡导
“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本命”信仰方面道教会举
行礼拜太岁等法事活动．“杂而多端”且与“小传
统”一母同出的道教［65］，对中国民众有着天然的
亲和力;拜太岁等世俗化活动则迎合了民众的心

理需求．故此有理由相信，道教文化与“本命年”

信仰的共存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同
时使用密度模型和距离模型衡量本土宗教的影

响．前者的算法为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存世
的道观数量加 1 后的自然对数 ( Taoism) ，数据整
理自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 后者的算法为上市公

司注册地 200 公里范围内和谐先进道观的数量
( Taoism200) ．表 11 中 BMN × Taoism 和 BMN ×
Taoism200 的系数均至少在 10%水平左右显著为
正，说明本土宗教与“本命年”信仰对民营企业慈
善捐赠发挥有互补效应．

表 11 本土宗教促进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le 11 Examining results of Taoism’s promoting effect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Dona_rev Dona_ta Dona Dona_rev Dona_ta Dona

BMN × Taoism
0． 008* 0． 005* 1． 395*

( 0． 005) ( 0． 003) ( 0． 738)

BMN × Taoism200
0． 008* 0． 005* 1． 133#

( 0． 005) ( 0． 003) ( 0． 70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77＊＊＊ － 1． 030＊＊＊ － 329． 928＊＊＊ － 1． 814＊＊＊ － 1． 009＊＊＊ － 317． 642＊＊＊

( 0． 190) ( 0． 103) ( 30． 686) ( 0． 197) ( 0． 110) ( 31． 655)

Year /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589 8 589 8 589 8 717 8 717 8 717

Pseudo Ｒ2 0． 334 0． 475 0． 104 0． 328 0． 462 0． 103

注: 在回归时控制了 BMN、Taoism和 Taoism_200． #处 p值为 0． 106．

6 结束语

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波动性和非系统性特征

明显，但现有研究尚未能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情

境深入解析其形成之谜．此种情形下，本研究围绕
着“本命年”这一先赋信仰展开研究，认为该信仰
会催生出心理安全动机，进而提出了中国企业家

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假说．基于民营企
业样本的实证支持该假说，同时发现:心理安全动

机不同于现有研究提出的“厌恶风险”、经济、管
理者自利、政治与制度等“实质性意图”;在“本命
年”期间民营企业家不仅会“宽以待人”还会“严
于律己”;儒家思想和本土宗教与“本命年”信仰
共存，会协同推动民营企业慈善捐赠．
中国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

源于心理安全动机，即企业家在“本命年”乐善好
施的目的是为克服恐惧、修复心境，这意味着由

“本命年”引致的慈善捐赠并不属于纯粹利他范
畴．但是，在“本命年”期间企业家“宽以待人”和
“严于律己”并存，却在行为效果层面给“本命年”
信仰的慈善捐赠效应打上了无私利他的烙印，使

得该类亲社会行为明显区别于为己利他( 以利他

为手段以获得利益返还) 并无限向为他利己类伦

理行为趋近．这种趋近不仅佐证了“本命年”信仰
的价值正当性，也为中国情境下企业慈善捐赠的

利他属性提供了一个除宗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等

“大传统”［15，16］、贫困经历“移情”［24］和红色文化
熏陶［25］之外的又一经验证据． 同时，“本命年”具
有的循环往复特征还意味着上述价值正当性不仅

是短期的，更是长期有规律的，该规律对于企业家

行为的周期性调适、对于更广域范围内社会公序
良俗的形成与维持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本命年”信仰效应

是成立的，相关信仰不仅具有价值正当性，还与文

化“大传统”存在互补关系，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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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含义和实践启示: 1 ) 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认识
“本命年”这种古老的先赋性精神传统在民众生
活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应高度重视类似“小传
统”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
在“小传统”的社会功能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的情
况下．事实上，“本命年”等“小传统”早已深植于
民族心理之中，在判断这些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小传统”的价值时，应着眼于主流和
本质，应积极挖掘、提炼其中蕴含的正能量，因为
唯有如此才能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引导中国
“小传统”的扬弃与发展，并在协同中更好发挥
“大传统”的作用; 2 ) 在中国社会捐赠主要来自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情况下，“本命年”前后民
营企业慈善捐赠先减少，再增加又减少的复杂波

动规律，给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稳定有序发展提

出了一个治理难题．从“本命年”信仰根植性特点
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压力作用有限性的角度看，如

何对冲、适应这种波动性可能远比努力减少这种
波动性更具有现实价值．这意味着，在中国慈善事
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努力促进慈善资源获取途径

的多元化，以避免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过度依赖;

3) “本命年”先赋信仰是决定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的一个重要前因，该前因具备“严于律己”属性，
善加利用将有助于企业优化自身的治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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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tradition”and benevolence: Dona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private en-
trepreneurs

LIU Chun-ji1，PENG Yi2，HE Xiao-ga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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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3．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ulture significantly affects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but the extant research pre-
dominantly focuses on the role of“big traditions”such as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fucian culture． Compared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paper explores the“little tradition”of the zodiac year，constructing a model of en-
trepreneurs’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driven by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otivation． Using the data of Chi-
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the paper finds that: 1) Private entrepreneu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charitable
donations during their zodiac year． This result is still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such as placebo and PSM，
indicating that the charitable giving behavior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s deeply constrained by the
“little tradition”of culture; 2 ) The effec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found to complement the zodiac
year，enhancing charitable donations; 3) Private entrepreneurs will not only“be lenient with others”but also
“be strict with themselves”during the zodiac year． 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positive energy”embedded in the“little tradition”of Chinese culture，as well as the volatility and non-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
Key words: little tradition; zodiac year; charitable donation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otivation; private en-

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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